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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志》与朝鲜兵书编撰

刘 小 丽

　 　 内容摘要:《武备志》是明末茅元仪编纂的综合性兵书,在东传朝鲜

之后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武艺图谱通志》 《民堡议》 《备御考》 《戎垣必

备》四部朝鲜著名兵书。 在这四部兵书的文本构建过程中,朝鲜知识分

子或将《武备志》作为灵感来源,寻求社会危机的解决路径;或将其作为

比较对象,提出更符合本土实际情况的主张;或将其作为素材来源,为自

己的观点寻找合理依据、增强可信度和权威性;或将其作为资料参照库,
完成或丰富自我文本构建;或将其作为知识传播媒介,获知中国先进军事

知识。 四部兵书的编撰者,一方面在极大程度上保持和茅元仪兵学创作

思维或文本论述思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对外来军事知识做出一系列

本土化的改造。 这显示他们对中朝两国军事知识体系的深度整合,也赋

予了《武备志》在促进两国智识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武备志》 　 朝鲜　 兵书编撰　 兵学交流

《武备志》是明末茅元仪编纂的综合性兵书。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

其作者生平、文献价值、具体内容、版本流变、史料来源、在日本的流传已

有不少研究,但对该书如何被朝鲜人阅读和利用的问题则缺乏详细考察。
稍微涉及此方面的有刘乐容、

 

蔡艺、
 

周伟良、朴贵顺、金圣扶等的文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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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者的观点整体可分为两个面向:其一,《武备志》的武术内容被朝

鲜兵书所利用;其二,《武备志》中“城制”相关内容影响了朝鲜王朝晚期

的防御体系理论。 他们对《武备志》在朝鲜的影响研究主要限定在“《武

备志》之武术—朝鲜接收”和“《武备志》之城制—朝鲜引入”两个平行的

框架内,忽视了《武备志》与朝鲜兵书在更广泛内容上的联系。 此外,这
些研究所引出的问题也不少:在朝鲜人对兵书之框架和内容的建构过程

中,《武备志》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从朝鲜兵书中是否可以直接识别

出《武备志》的某些具体元素? 朝鲜人在利用《武备志》的过程中是否有

过将其军事思想本土化的努力?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探索

《武备志》本身的价值,还是对于考察在其带动下的文化交流历程,以及

这个历程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特点,都至关重要。 本文将分别对《武艺图

谱通志》《民堡议》《备御考》 《戎垣必备》四部朝鲜兵书与《武备志》的联

系进行探查和分析,尝试对前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武艺图谱通志》对《武备志》图谱的采纳

18 世纪末期,朝鲜在编纂军事知识和技术文本方面取得一系列成

果,例如《隶阵总方》(1781 年)、《北城方略志》 (1785 年)、《重修火炮式》
(1785 年)、《兵学通》 (1785 年)、《军旅大成》 (1795 年)等等。 这股兵书

编纂热潮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首先,自 17 世纪后半叶

以来,朝鲜的火器技术得到持续发展,例如千步铳的制造、红夷炮的引入、
新制硝方法的推广等等。 这一方面逐渐削弱了朝鲜传统以《兵学指南》
为基础的步兵中心战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日益凸显炮兵、骑兵和步兵协

同作战的重要作用。 18 世纪中后期,朝鲜的战争形态和战法特点发生了

巨大变化,这增强了其对军事知识的需求。 韩国学者曾强调正祖时期

(1776—1800)各种兵书的刊行与 18 世纪后期新出现的战争形态的变化

98

( 接上页 ) 《〈 〉 —〈 〉,
〈 〉, 〈 〉, 〈 〉 —》,
《 》 2010 年第 3 期, 第 17—34 页。 [ 韩] 、 : 《〈

〉 》,《 》 2017 年第 4 期,第 133—148
页。 [韩]金圣扶:《朝鲜后期〈城制考〉编纂 华城筑造研究》,江原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柳在春指导),2016 年,第 13—14、22—23 页。



密切相关①。 朝鲜需要新型军事知识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战斗需求和不断

变化的军事环境。 其次,朝鲜正祖通过设立奎章阁来主导书籍的系统性

编纂和刊行工作,并多次强调文武兼全的重要性。 他说:“文武并用,长
久之术也……何以则治国之谟,克尽并用之实。 而用人之方,必得兼全之

才,合弛张之道,享长久之美欤。”②又曾发布诏令:“文讲、武讲、文制、武
射,正如车轮、鸟翼,不可偏废。”③故其推行的书籍刊行事业自然包括各

种类型的兵书④。 再次,朝鲜实学思想于 18 世纪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
尤其到 18 世纪后半期,强调务实、注重经济富强和技术发展以及吸收先

进文化的北学派兴盛发展⑤,推动了以强军强国为目的的兵书编纂活动,
也为朝鲜人阅读和接受《武备志》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同时,前述社

会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武备志》从一本在朝鲜英祖十四年(乾隆

三年,1738)被下令暂时搁置的书籍⑥,到 18 世纪后期逐渐受到广泛认可

的转变。
成书于 1790 年的朝鲜兵书《武艺图谱通志》就是上述大背景下的

产物,也是受《武备志》影响的一个典型实例。 但学界对这一点关注不

多。 学者大多更强调《纪效新书》对《武艺图谱通志》 之内容的塑造作

用⑦,实际上,《武艺图谱通志》大量征引《武备志》的图谱内容,对茅元仪

的兵书编纂思想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是《纪效新书》 无法比

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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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艺图谱通志》的成书历程较为复杂,其源头是成书于宣祖三十一

年(1598)的《武艺诸谱》。 当时壬辰倭乱(1592—1598)结束不久,百废待

兴,社会对武艺训练的需求急剧增加。 因此,朝鲜宣祖命令训练都监郎官

韩峤(1556—1627)编纂《武艺诸谱》,收录棍棒、藤牌、狼筅、长枪、镋钯、
双手刀六技①。 英祖三十五年(1759),庄献世子(1735—1762)下令编纂

《武艺新谱》,在《武艺诸谱》的基础上增加竹长枪、旗枪、锐刀、倭剑、交
战、月刀、挟刀、双剑、提督剑、本国剑、拳法、鞭棍十二技,以成新谱②。 正

祖十三年(1789),朝鲜国王命令李德懋(1741—1793)、朴齐家( 1750—
1805)、白东修(1743—1816)等编纂《武艺图谱通志》,以《武艺诸谱》和

《武艺新谱》为基础,增入骑枪、马上月刀、马上双剑、马上鞭棍、击球、猿
骑(即“马上才”)六项骑技,全书共二十四技③。 此书于正祖十四年完成

编纂并刊行。
对于正祖下令编纂此书的原因和目的,《武艺图谱通志附进说》有所

说明。 其一,朝鲜历代朝廷编纂兵书和建置军营时,并没有在器杖的使用

方式和刺击技法上提供详细指导。 朝鲜骑曹、训局、御营各军虽有训练,
但姿态各异,错误亦随之累积,无法有效阻止外侮。 因此,正祖将新旧谱

交给几位官员,要求他们编纂《武艺图谱通志》。 其二,当时朝鲜的武器

制作技术和将士武艺技能发展并不乐观。 李德懋对此有过批判:“夫我

国之人,读书者徇空虚而略名物,制器者溺见闻而昧度数,百艺窳荒,不师

古昔,虽有忠智强力之臣,徒手驰骛,何补于事哉。”感叹于理论与实践的

脱节,以及器物制作标准的缺失和武艺技能的荒废,他将编纂《武艺图谱

通志》 看作是时代的迫切需求: “ 此图谱之所作, 而为今日之急先

务也。”④

虽然《武艺图谱通志》是以《武艺诸谱》和《武艺新谱》为基础,但编

纂者为了提升其内容的全面性、易懂性、标准性和实用性,在编纂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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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下了不少功夫。 《武艺图谱通志》 共参考和引用了 154 种书籍,其中

“戚氏《纪效新书》、茅氏《武备志》,俱为是编之表准”①,作用不容小觑。
为了体现这两部书对《武艺图谱通志》的特殊意义,表达对作者戚继光、
茅元仪的尊崇之意,《武艺图谱通志》专门采用了不同的引述方式:书中

引用其他书籍时,通常作“某书曰”,并未提及它们的作者;而在引用《纪

效新书》和《武备志》时,则作“戚继光曰”“茅元仪曰”。 此外,《武艺图谱

通志》凡例中还提到:“又撰戚、茅小传,载于卷首,俾人人知其事实。”②

同样表达了对两位明代军事家的重视。 将戚、茅小传置于此书卷首,有助

于读者从一开始就建立或丰富对戚继光和茅元仪以及二人著作的认知,
同时突出此书大量引用二人著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武艺图谱通志》对《武备志》的引用主要集中在与“图谱”相关的内

容上。 图谱是明代兵书的重要组成要素。 在明代兵书中,一般每一个

“势”都有配套的“图”和“谱”,“势”表示动作、姿态,“图”是对动作、姿态

的描绘,“谱”则是对“图”中动作运用方式的描述。 对于带有指导武艺训

练目的的兵书来说,图谱能够从视觉上帮助人们加深对阵法、武器、战斗

方式的理解。 李德懋即谓“有图有谱,按而行之,如指诸掌,亦可谓有用

之学矣”,“悉能按图考谱,通其术而求其用,则可以策全胜于不战”③。
毫无疑问,他对图谱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十分深入,故而在编纂《武艺图谱

通志》时也采用图谱的方式来展现动作或式样,在解释每个武技时基本

都按照武器图示、文字阐述、单势之图谱、诸势总谱、诸势总图的顺序逐一

说明。 从书名亦可看出“图谱”是其重要构成部分。
《武艺图谱通志》凡例称:“旧谱有散图而无合图,今仿《武备志》诸势

总谱例作谱,
 

而《武备志》之圈书势名者,
 

悉代以图。”④即《武艺诸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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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武艺诸谱》架上图

《武艺新谱》 只有散图(如

图 1① 所示),没有合图,而
《武艺图谱通志》仿效《武备

志》中“诸势总谱”的式样制

作图谱,以路径图的形式有

序地对势法名称进行整体

呈现。 茅元仪在论及棍法

　 图 2　 《武备志》小夜叉第一路棍谱

时即配有大量此类势谱(如

图 2② 所示)。 《武艺图谱

通志》全面继承了这种势谱

的绘制方式和技艺,并将此

法运用在“图”的呈现上,制
作出有逐步演练过程的各

武器训练总览图(如图 3③

所示)。 这种路径图式有

序、集中的显示,可以大大

减轻阅读或理解的障碍,帮
助那些不懂汉语或者文化

水平较低的士卒进行武艺

训练,与朝鲜统治者“欲令

将领卒伍,人人易晓”④的

目标相契合。 与此同时,
《武备志》图谱的“生命”通

过这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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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艺图谱通志》狼筅总图

　 图 4　 《武艺图谱通志》“锐刀总谱”

《武艺图谱通志》 吸纳《武备志》
内容的另一个实例是与“锐刀” 相关

的论述。 编者在此书“锐刀谱”①中完

整抄录了《武备志》 中“朝鲜势法” 的

24 势的图谱②,并在其 “ 锐刀总谱”
(见图 4③)和“锐刀总图” (见图 5④)
中对这 24 势有完整呈现。 此外,

 

《武

艺图谱通志》还增加了“太阿倒拖势”
“吕仙斩蛇势”“羊角吊天势”“金刚步

云势” 4 势⑤,结合《武备志》 的 24 势

在朝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演练套式。
但其势法的演练顺序与《武备志》 所

载的 24 势并不一致。 其凡例对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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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德懋等:《武艺图谱通志》卷二,叶十三至十九。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八六,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355 册,海南出版

社,2001 年,第 1—7 页。
李德懋等:《武艺图谱通志》卷二,叶二十。
李德懋等:《武艺图谱通志》卷二,叶二十至二十一。
李德懋等:《武艺图谱通志》卷二,叶十九。



图 5　 《武艺图谱通志》“锐刀总图”

所说明:“锐刀,既以茅氏势法为图谱,而与今连习之谱迥异,故不得不

以今谱别作总谱。 又别作茅说解,使已习者不废所学,未习者知有所

本。” ①可见在仿效茅氏之论说的基础上,李德懋等人也充分考虑了朝

鲜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茅氏兵书编纂体例和范式影响下积极发挥自身

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赋予《武艺图谱通志》源于实践而又试图影响实践

的意义。
总之,无论是《武备志》图谱的呈现方式,还是茅元仪的武艺解说,都

是《武艺图谱通志》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借鉴对象。 在此基础上,朝鲜编纂

者又为进一步提升此兵书的可读性、适用性和本土化程度做出努力。 对

于这一点,除对“锐刀谱”的改创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例子是图示中

人物服饰和所持武器的样式。 在《武艺图谱通志》中,所有图示人物的服

饰均与《武备志》不同。 图 6② 为《武备志》 “朝鲜势法”图谱中的人物形

象,其衣服、帽子和鞋子均有很明显的中国特色,如他们头上戴的是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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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二四《武艺图谱通志凡例》,《韩国文集丛刊》第 257 册,
第 360 页。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八六,《故宫珍本丛刊》第 355 册,第 3 页。



(特别是晚明)
 

盛行的唐巾。 图 7① 为《武艺图谱通志》
 

“锐刀谱”中的人

物形象,
 

人物动作虽与《武备志》一致,
 

服饰却已变为典型的朝鲜传统风

格②,如他们所戴的帽子即为朝鲜“战巾”③。 除服饰外,两部兵书中人物

所持的武器也相异:《武备志》图示人物手持两刃剑,而《武艺图谱通志》
图示人物手握环刀,这应与环刀在朝鲜极高的流行度和使用度有关,如书

中所载:“环刀,即中国之腰刀也……大抵剑是古制而可用于今,腰刀今

之所尚,而其用甚博,故并录其名物及锻冶之法焉。”④

图 6　 《武备志》“朝鲜势法”之

“御车势”(左)和“撩掠势”(右)

图 7　 《武艺图谱通志》“锐刀谱”之

　 “御车势”(左)和“撩掠势”(右)

　 　 以上这种基于借鉴的本土化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朝军事知

识体系的深度整合。 《武艺图谱通志》成书后被推广到朝鲜全国各地,
如史料所说:“庚戌,颁示京外军营,着为制。” ⑤它基本成为朝鲜军中学

习和训练的标准与常制,从这个层面来看,《武备志》 中的军事及武艺

知识,也在《武艺图谱通志》深入朝鲜地方军营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指

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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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李德懋等:《武艺图谱通志》卷二,叶十四。
详参[韩]朴贵顺:《16 世纪以降中、日、韩的武艺身体观比较研究———以明朝、江
户、朝鲜时期的武艺书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刘一民指导),2010
年,第 95—96 页。
[韩] :《 (战巾) 》,《 》 第 21 卷( 2018
年)第 4 号,第 73—74 页。
李德懋等:《武艺图谱通志》卷二“锐刀”,叶九至十。
正祖李祘:《弘斋全书》 卷五九《武艺图谱叙述》,《韩国文集丛刊》 第 263 册,第
427 页。



二、《民堡议》对《武备志》民堡筑防内容的征引

《民堡议》是朝鲜后期实学家丁若镛(1762—1836)所写的关于民间

防卫策略的军事著作,是丁若镛被流放到朝鲜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后于

1812 年写成。 当时,由于地方军队束伍军名不副实、军政官吏行政腐败

和对百姓的经济剥削,百姓对政府和军队普遍带有反感和不信任的情绪,
朝鲜的乡村在军事上基本处于无防备状态。 即如丁若镛所说:

真若寇来,顾当奈何? 我邦戎政,有将无卒,兵营水营,何尝有麾

下亲兵乎? 牙兵虚名也,束伍虚名也,别队虚名也,水军虚名也。 边

烽有警,即大将登城,吹角麾旗,欲其聚军,虽椎脑〔胸〕顿足,必无至

者……何则? 好生恶死,人之常情;避凶趋吉,虫之所能。 编名于必

死之簿,归身于必死之城,岂常性之所肯哉……官之与民,先为仇

敌。 斩杀逆命,以充首级;坑屠官差,以灭踪迹。 奸乡猾吏,又以其

隙,公受贿赂,阴庇族姻。 或执罢癃残疾可哀之夫,驱如鸡犬,苟充

队伍。 为将帅者,上畏台阁之弹劾,下愧郡邑之瞻视,苟以此辈,驱
作先锋,以为贼饵,阴勒快马,专顾走路。 于是残害生灵,以遗贼

虏,故纵贼虏,以遗君父,此必然之势,已然之迹也。 民虽至愚,必
知如此等死耳,谁肯应募而入官哉。①

因此,一有风吹草动,百姓就惊恐不安,逃跑和躲藏成为他们的唯一对策。
这种情绪还在内乱和谣言的激化下发展成民众对战争的恐惧心理。 例

如,1812 年平安道的“洪景来之乱”②和同年南海岸地区关于倭寇即将入

侵的谣言,导致当地大量居民四散逃亡,可见其对政府的态度之消极。 丁

若镛在康津亲眼目睹这些社会现实,因此撰写《民堡议》。 在书中,他设

想的侵略威胁来自日本。 他思考的问题是“真若寇来,顾当奈何”,即如

何让农民在面对战争,特别是面对倭寇入侵时,能够团结一致进行自我保

护并击退敌人。 而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要冲之地修筑山城,并将其

作为战时避难所和作战据点。 一旦战争发生,周边所有居民携带粮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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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若镛:《民堡议》“总义”,《与犹堂集》卷一八一,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抄本(索

书号:古 692-1)。 本文引用《民堡议》原文皆据此本,因此本无页码,下文不再出

注。
洪景来之乱,又称“平安道农民战争” 或“洪景来起义”,是朝鲜王朝纯祖十一年

(1812)发生在平安道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领袖为洪景来。



全部家产集中到山城,针对无法获得粮食的敌人展开长期抵抗。 这种村

民用于自卫的山城即为“民堡”。 实际上,由民堡实现的农民自卫体制已

经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具体实施过,丁若镛对此了解较深,他在“总义”中

说:“元明以降,中国边备,专赖民堡为重。 试论宁夏卫,所谓有潘昶堡、
王景堡、王澄堡、杨显堡……不可胜数,具载于地志、武志,可按而知也。”
因此,他认为将这种民堡自卫体制引入朝鲜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基于这种防御方式在明朝的实践,一些关于民堡之建造和运作方式的书

籍逐渐问世,例如明代尹耕(1515—1574)所著《乡约》《塞语》及茅元仪的

《武备志》等。 这些资料的记载为丁若镛提供了帮助当时朝鲜民间形成

有效防备体制的方案。
《武备志》中关于民堡的内容其实抄自《乡约》。 而丁若镛则通过《武

备志》获知尹耕对民堡的具体论说。 他在《民堡议》 “总义”中说道:“其

规模节目之详,则蔚郡人司马尹畊〔耕〕为《堡约》十二章,其略载于茅氏

军资之编,此皆弓箭社之遗法,今日之必宜讲者也。”在《跋战守机宜》中

也做了相关说明:“臣方居庐,上令筵臣询之以国朝名臣之有议城制者。
臣以此编及茅元仪《武备志》所载尹畊〔耕〕《堡约》对,颇见采用。”①可见

他明确知道《堡约》的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尹耕关于民堡的论述集

中在《乡约》一书中,但其中并没有专以“堡约”为名的文章或章节;“堡

约”一词实由茅元仪在汇总《乡约》中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总结而来。 故而

尽管丁若镛撰写《民堡议》的灵感来源于尹耕,但《武备志》在其中充当的

媒介作用亦不容小觑。
对比《民堡议》与《乡约》及《武备志》所载《堡约》的章目②可知,丁

若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与茅元仪或尹耕书中相似的章节设定。 例如,
《民堡议》中的“民堡择地之法”与尹、茅二书中的“堡置”对应,主要论及

城堡地点的选择;“堡垣之制”与二书中的“堡制”和“堡卫”对应,主要论

及堡内防守体系和御敌之法的确立;“民堡编伍之法”与二书之“堡众”对

应,主要论述如何有效调动、管理堡内群众等。 当然,这种相似与借鉴并

不意味着相同主题下的内容完全一致。 实际上,丁若镛在编写《民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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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 281 册,第 306 页。
尹耕:《乡约》,《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 40 册,解放军出版

社,1994 年,目录第 3—5 页。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一一四、一一五,《故宫珍本丛

刊》第 355 册,第 366—385 页。



时充分考虑了朝鲜社会的现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朝鲜的内容。
如考虑到朝鲜的地形特点,《民堡议》中分别论述了“海岛设堡之法”和

“山寺设堡之法”。
除了相似的章节设定,丁若镛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也多次提及和征引

《堡约》,并对相关内容做出回应或评价。 如“堡垣之制”:
尹耕《堡约》曰:“围垣既立,则敌台宜讲也。 夫垣之弃守,全在

敌台。 垣虽方直,有台则守;垣虽委曲,无台亦弃。 然敌台宜多,多则

护垣为易;宜高,高则四击不碍。 先年,余肃敏公论塞垣敌台曰,每一

里一台,以为所击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纵及,岂能一一尽中? 中空过

宽,来往鲜力矣。 夫台之多寡,以堡之大小为之,堡大则多,堡小则

少,大抵两空不得逾五十步。 又堡有垂角而出、缩腹而入者,亦须量

势为台,必使相及。 若一面只筑一台,不论远近出入,矢石纵及,亦弱

而无劳,倏忽之间,为虏乘矣。”又曰:“今时民堡敌台,全不如制,受
病甚多。 如角台本宜平直,今皆不循垣制直出,又不以□□向外,但
累土两垣之间,斜附而上,地置既谬,矢道皆斜。 台以护垣,而矢石不

及,何以为守?”〇尹氏所论精矣,然量势变通,非笔舌可尽。 又如

地,或其一角平衍,一角险绝,其角宜一短一长。 如下图诸角之中,甲
角最平,偏受贼攻,则乙角宜长。 何也? 两角俱短,但救本城,贼若附

戊,则甲角危矣。 从己放丸,乃救戊面,乙角之长,不亦善乎?
引文中“〇”后的内容为丁若镛之点评。 在援引《堡约》关于筑台的方法

后,丁若镛先是肯定尹氏之论,又进一步延伸讨论。 而对于《堡约》中的

专业知识或特殊词汇,丁若镛也会予以解释,以降低读者的理解难

度。 如:
《堡约》曰:“敌台既就,则陴堄宜讲也。 夫垣既不固,陴复削薄,

遇攻则不支。 其冲竿飞石之来往,自守又无以久。 悬石悬木之下上,
一有陨坠,即将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声弦可颠矣。”又曰:“今
民间率用土坯殖土以成,曰土坯,又率立植,其易坠固宜。 近有议用砖

者,砖质狭小,亦必立植,与坯何异? 但多费耳。 今制必用泥培水和

土模成者,曰泥培,横卧为埤,外以茅泥固之多入泥水草或麦蒿,曰茅泥,庶
坚厚可赖也。”〇墉〔镛〕案,泥培者,土曲也。 今京城或以此筑垣。
其法先为木匡,长尺余,广半之,其匡正方,实以泥土,踏之如曲,或晒

干,或纳之火坑略烧之,便可用也。 立植之法,乃可严禁横卧之。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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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正方之砖,用于正面。 若垛口所用,必用尖头之砖,宜别为匡以

踏之。
　 　 此外,从丁若镛的点评中还可以看到他结合朝鲜国情的考虑。 如:

尹耕《堡约》曰:“堡制大少〔小〕不限,曲直无拘,但取内容丁众,
外远俯逼而已。 然大不如小,小则坚;直不如曲,曲则易守。 故宋艺

祖笔涂赵韩王城图,不使端直。 金粘没羯,一睹汴城,便为易攻也。”
〇堡制但随山势,屈曲缭弯。 然虽一弓之城,若无雉城,不如无城。
我邦之城,都无雉城,惟于埤堄,略穿炮穴,将安用之?

　 　 总体来说,丁若镛或将《堡约》作为点评对象,阐发自己的相关看法;
或将其作为素材来源,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合理依据,增强论述的可靠性与

权威性;或将其作为参考对象,结合本土实际情况提出更符合朝鲜的民堡

建设主张。
除《堡约》之外,丁若镛还征引了《武备志》中的其他内容,并结合朝

鲜实际情况将这些内容融入自身的军事知识体系中。 以下略举数例。
“堡垣之制”中,关于吊桥的建造,丁若镛先是征引《武备志》中的方

法,强调其在朝鲜的可行性,又针对其中指出的“虑以火燔烧”问题给出

防御措施:
茅《志》曰:“吊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

索,副以麻绳系属城楼上。 桥后去城约三步,立二柱,各长二丈五尺,
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轮为槽谓滑车,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山口谓柱

头丫开,如两峰对立。 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

城。 门上常以炮及弓弩御之,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〇墉〔镛〕谓,
民堡既无瓮城,宜设吊桥,平时由桥通路,有警悬起吊桥,以障门面。
厚涂黏土,所以御焚也。 既彻桥,仍设陷为坑亦可。
“民堡守御之法”中,对于《武备志》提出用“撒灰”的方式攻击敌人,

丁若镛结合朝鲜“滨海”的地理特征,因地制宜调整方案:
 

　 　 茅《志》曰:“守城,遇有大风,则撒灰。 石灰伤目而不能远飞,柴
灰轻飞而入目无损,不若以石灰搅于柴灰或黄沙之中。”文止此。 余

读〔谓〕,滨海之地,蜃灰胜于石灰,须用蜃灰、草灰,以曲〔面〕糊调

合,晒干作末,乃可用也。 砒霜、草乌、辣茄、川椒之等尤佳。
　 　 对于《武备志》记载的“悬帘”之法,丁若镛则提出朝鲜的“括撑”之

法与之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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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志》曰:“今拟每垛口作木架一个,两足在内,裁〔栽〕于城上,
一转轴匡档在外,紧贴两垛之边,上用覆格,可搭毡毯,或用被褥,俱
以水湿之,直遮垛口,箭不能入。 但防贼钩竿所挑,里面须用两带,系
于架内,外用两活字撑柱,长一尺,以铁圈子定于匡档两傍。 如欲下

视,将两柱斜撑两垛傍,远视高撑,近视低撑。”〇墉〔镛〕案,茅氏悬

帘之法,如我东遮阳括撑之法,又如药铺悬窗括撑之法,无异制也。
如无毡絮,用细竹烂捣如絮,厚编之,亦似可用。 然尹氏虚悬之法,深
得老子以柔胜刚之理,不必撑也。

不仅凸显了对此法的认可,而且体现出他始终是站在朝鲜的角度参考、征
引、比较甚至审视《武备志》的相关内容。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丁若镛借鉴《武备志》所载军事知识并欲将其本

土化的证明。 这种做法不仅提升了相关知识在朝鲜境内的有效性和影响

力,也满足他想要通过倡导建立民堡制度来解决朝鲜乡村防备虚无问题

的目的。
此外,关于应对倭寇之法,丁若镛对《武备志》有近千字的引述,几乎

占据“民堡觇寇之法”的全部篇幅。 这反映了丁若镛对茅元仪所述“日本

考”之“寇术”的重视和强调。 他指出:“尹氏《堡约》,严禁侨客,以防奸

谍。 《惩毖录》亦云,吾民为倭向导、为倭间谍者甚多。 凡寇乱之世,人心

大变,事多叵测。 凡来叩堡门者,虽亲戚连姻之党,勿许轻入堡中。 我之

于倭,无以间谍,然斥候宜远,凡斥候飞报者,宜施重赏。”针对或防御日

本的意图十分明显。 如前所述,在《民堡议》中,丁若镛设想的首要侵略

威胁来自日本,故此处引述《武备志》“日本考”内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朝

鲜人提供倭寇生活习性、个人及组织作战特色等信息,加深朝鲜人对倭寇

群体的认知,强调防备日本间谍的重要性。 而“日本考”对倭寇习性和战

术的详实描述和总结,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或加深了丁若镛对这个国家

的认知,进而影响其对日战略思维。 例如,茅元仪在“日本考”中强调的

“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为吾军之邀追”、
“细作用吾人,故盘诘难。 向导用吾人,故进退熟”①等,都体现了他对日

本倭寇精于设饵、善用细作的认知;对此,丁若镛专门从《堡约》和《惩毖

录》中寻找相似证据或观点进行附和。
总之,《民堡议》是朝鲜国内首部提出建设民堡这一农民自卫组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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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二三一,《故宫珍本丛刊》第 358 册,第 365 页。



系的论著,其编写离不开尹耕、茅元仪、丁若镛三者中任何一人。 《武备

志》及其所载《堡约》对民堡修筑与防御制度的倡导和详述,作为《民堡

议》的基石,为丁若镛军事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建构提供了知识借鉴和理

论基础,并对朝鲜之后的民堡防御著作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 受其启发,
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朝鲜涌现出多部同主题的著述,如《民堡辑说》 《渔

樵问答》《民堡新约》《民堡新编》等等。

三、《备御考》对《武备志》章目和内容的借鉴

《备御考》是丁若镛的另一部兵学代表作,被韩国人视为朝鲜时代的

重要国防书籍。 丁若镛 1822 年作《自撰墓志铭》时曾提到此书,称“我邦

《备御考》三十卷,未成”①。 根据目前韩国学界的研究,丁若镛最初对此

书的构想应是如今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李重协辑《备御考》10 册、韩
国国民大学图书馆所藏郑周应辑《嵋山丛书》8 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所藏郑周应辑《嵋山丛书》6 册三部书合并后的面貌,也就是说,其设想中

的《备御考》,实际分散成三部书被收藏于不同机构。 而被认为是《备御

考》编者的李重协,以及被称为《嵋山丛书》整理者的郑周应,都不是这部

书真正的编纂主体,这些资料大部分是由丁若镛及其门人整理的②。
丁若镛对《备御考》的原始构想被完整记录在他写给儿子的信件之

中。 1808 年,他在《示二子家诫》中明确提到自己受《武备志》的启发,欲
编纂《备御考》:“茅元仪《武备志》,非十分综核之书。 然我邦尚无是编,
意欲仿其门目,别撰东方备御之书,雅志蓄中,流落以来,书籍莫获,遂不

能着手。 汝曹既知余意,须谋编辑,以造胚膜。 幸余得生还故里,得以鉴

定删润也。 地理诸条,略已就绪,不甚贻汝曹劳也。”③他想要仿照茅元仪

《武备志》的篇章结构编纂属于朝鲜自己的国土防御书籍。 可见《武备

志》不仅是他的灵感来源,还是他进行章节设置的模板。 在被流放后,他
因手边没有《武备志》而无法展开全面的编纂工作。 因此于此信结尾处

和《寄两儿》④一信中向两个儿子说明编纂《备御考》的必要性、自己的构

201

①

②

③

④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 281 册,第 347 页。
[韩]郑珉:《茶山〈备御考〉 》,《大东文化研究》第 100 卷,2017 年,第 43、76、
78 页。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 281 册,第 387 页。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二一,《韩国文集丛刊》第 281 册,第 456—457 页。



想和具体操作指南,指示两个儿子开展编辑工作。 丁若镛在信中所述的

对《备御考》篇章结构的基本构想如表 1 所示:
表 1　 丁若镛构想中的《备御考》篇章结构

编号 具体内容

一
日本考、女真考、契丹考、蒙古考、靺鞨考、渤海考、琉球考、耽罗考、虾
夷考

二 海贼考、土贼考、汉兵考、域内考

三 关防考、城池考、军制考、镇堡考、器械考、将帅考、教练考、烽燧考

四 沿海水路、陆路情况

丁若镛构想中的《备御考》基本采纳了《武备志》的分类设定:其中第一、
四部分对应《武备志》 “占度载” (军事占卜知识和兵要地志) 的部分内

容;第二部分源自《武备志》“战略考” (春秋至元代各种战例);第三部分

采自《武备志》 “阵练制” (西周至明代各种阵法以及选士练卒之法) 和

“军资乘” (营、战、攻、守、水、火、饷、马)。 并且,丁若镛设想的篇章结构

先后顺序也与《武备志》相似。 但相较于《武备志》在全书最后一部分“占

度载”论及邻邦他族,丁若镛将相关内容放在《备御考》第一部分,可见他

对周边国家和国防时局的重点关注。
对各标题下的具体内容,丁若镛也有明确设想,尤其是“日本考”和

“女真考”两部分,他要求将内容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战伐和朝聘等,需
按照《武备志》“战略考”之例组织;另一类是风谣、物俗、土产、宫室、城
郭、舟车之制,需按照《武备志》 “占度载”中“外夷考”之例组织;此外,
他还在信中提出将《武备志》 中涉及朝鲜的内容挑选出来,加入《备御

考》相关条目中①,可见他在吸收茅元仪军事知识的过程中基于本国的

考量。
如前所述,丁若镛的这种构想,最终是以三部书的形式呈现的。 但这

三部书其实未能以完整形式出版,仅仅是被整理完成。 其中,奎章阁所藏

李重协辑《备御考》10 册与《武备志》在内容上的联系非常密切。 其第 1
册“备御撮要”三卷全部内容都是对《武备志》相应章节的全文抄录。 为

便于比较,将二书相关章节目录情况列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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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二一,《韩国文集丛刊》第 281 册,第 457 页。



表 2　 《备御考》“备御撮要”与《武备志》相关章节目录对比①

书名 卷次 具体条目

备御考

备御撮要卷一 军行,度险,赍粮,寻水,候探,望楼,烽火

备御撮要卷二

约束,清四野,设伏探,派民夫,定时候,分垛伍,分信

地,守敌台,设巡逻,设巡官,设游兵,立城栅,一出令,
别男女,禁妖讹,严盘诘,察奸细,严奸盗,防火发,派司

更,申号令,需备

备御撮要卷三
 

需备,料粮食,备修筑,设濠险,悬户帘,设浮棚,设奈

何,严城门,设门阱,填闾巷,铺街衢,立桅竿,立草厂,
整器械,备杂物,备传警,备灯火,措应,严警报,重闲

整,谨箭铳,掷砖石,合毒灰,煮人粪,设外拒,募勇敢,
贵昼息,诡夜鼓,斫夜营,用提钩,破排圈,防云梯,防早

夜,防内应,火月城

武备志

卷九六 军行

卷九七 度险,赍粮,寻水,候探,望楼,烽火,乡导

卷一一一

约束:清四野,设伏探,派民夫,定时候,分垛伍,分信

地,守敌台,设巡逻,设巡官,设游兵,立城栅,一出令,
别男女,禁妖讹,严盘诘,察奸细,严奸盗,防火发,派司

更,申号令

需备:料粮食,备修筑,设濠险,悬户帘,设浮棚,设奈

何,严城门,设门阱,填闾巷,铺街衢,立桅竿,立草厂,
整器械,备杂物,备传警,备灯火

措应:严警报,重闲整,谨箭铳,掷砖石,合毒灰,煮人

粪,设外拒,募勇敢,贵昼息,诡夜鼓,斫夜营,用提钩,
破排圈,防云梯,防早夜,防内应,火月城

从表 2 可知,“备御撮要”所列条目的名称和顺序与《武备志》基本完全一

致,但《武备志》中的二级标题“约束”“需备”“措应”并未被丁若镛在“备

御撮要”中以相应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与各卷的其他具体条目杂糅在一

起。 例如“需备”被置于“备御撮要”卷二末尾,“需备”所应囊括的具体

内容却被分布在卷三前半部分,卷三后半部分则是“措应” 及其所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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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备御撮要”目录,据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李重协辑《备御考》 (索书号:奎 7708-
v. 1-10)。 该本三卷中,有两卷卷端仅题“备御撮要卷之　 ”,未标示具体卷次。 为

便于分析和论述,本文采用“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 https: / / db. itkc. or. kr / search /
group? q = query%E2%80%A0%E5%82%99%E7%A6%A6%E6%92%AE%E8%A6%
81)中的编排方式,将“备御撮要”三卷依次称为卷一、卷二、卷三。



容。 而“需备”和“措应”在《武备志》中都是作为二级标题被放在相应内

容条目之首的。 故丁若镛可能是在抄录过程中出现了内容条目分类上的

失误。
《备御考》第 3、4 册的主要内容为“日本考”四卷,辑录各种书籍中与

日本相关的记载。 其中第二、三卷亦是对《武备志》的直接抄录。 和没有

明示内容来源于《武备志》的“备御撮要”不同,丁若镛直接在“日本考”
之卷目标题上标明了《武备志》的书名。

此外,《备御考》和《武备志》一样大量摘抄前人著作,如《战守机宜》
《惩毖录》《汉阴集》《李忠武公全书》 《建州闻见录》等。 茅元仪在《武备

志》中抄录的资料非常多,有“所采之书二千余种”①之说,而这本集大成

的明代兵书最终也成为异国知识分子大量征引和抄录的重要对象。
总之,丁若镛大致上采纳了《武备志》的目录分类和论述顺序,并大

量摘录或节选《武备志》的内容。 对于《备御考》的编纂而言,《武备志》
既是其内容构建过程中的灵感之源,也是具体知识信息的获取对象。 　

四、《戎垣必备》对《武备志》军器知识的吸收

《戎垣必备》是朝鲜后期文臣朴宗庆(1765—1817)撰写并于 1813 年

刊行的兵书,其内容涉及当时朝鲜存有或新造的各类军器的规格和使用

方法。 朴宗庆撰写此书的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其个人经历有关。 自

仁祖十四年末到十五年初(1636—1637)面临清朝铁骑压境之后,朝鲜经

历了近二百年的和平时期,民众不知兵革,社会专尚文治,国家军备疏

虞②。 于 1812 年被拜为训练大将以助力解决西乱③的朴宗庆更是亲眼目

睹当时朝鲜军器落后的情状:“时余忝居元戎,按簿阅视,凡兵仗器械,皆
刓钝阙略,攻守无所宜,缓急无所恃。”④所以在叛乱平息之后,朴宗庆请

求新造军器⑤。 在他的安排下,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投入到此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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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宋献:《武备志序》,茅元仪辑:《武备志》,华世出版社,第 62 页。 《故宫珍本丛刊》
本《武备志》未载此序。
朴宗庆:《敦岩集》卷六《戎垣必备序》,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韩国古典翻译院,2010 年,第 119 页。
这里的“西乱”指“洪景来之乱”。
朴宗庆:《戎垣必备序》,《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第 119 页。
朴宗庆:《敦岩集》卷十《年谱》,《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第 197 页。



中,一些军器被按照旧式修复,另一些则仿照古制新造。 种类繁多,包括

铳、碗、炮、筒、弓、刀、戈、矛、火车、木兽①。 作为此项任务主导者的朴宗

庆,借此机会记录下这些军器的图样以及使用方法,将其汇总并命名为

《戎垣必备》。
朴宗庆这种为解决军备危机而投身于军器修造和兵书编撰的经

历,与茅元仪在明朝内忧外患社会背景下编辑《武备志》并从事军事活

动的行为十分相似。 二者的区别在于,《武备志》尝试汇总各军事文本

内容以提供解决方案,期待作用于实际军事问题;而《戎垣必备》 则是

对军备修造之后的现实记录,具有经验总结、知识保存的特性,即朴宗

庆所说的“传之来后,示若指掌” ②。 此外,朴宗庆还为此书赋予“尚可以

少补于兵家制胜之略也”③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比肩《武备志》的期许,如
他所说:“一部图说,自有风云鸟隼,三军耳目,恒惯阴阳奇正,则奚特茅

《志》独擅其美哉?”④这表明《武备志》已经成为朴宗庆心中权衡比较的

重要对象,这就为两本书的联系奠定了基调。 需要说明的是,在《戎垣必

备》刊行之前,《武备志》已经是一些朝鲜文人学者和统治者关注的对象,
例如 1738 年在朝鲜英祖支持下对《武备志》 的刊行⑤,徐命膺( 1716—
1787)、柳得恭(1748—1807)等人对《武备志》的传抄⑥,黄胤锡( 1729—
1791) 、韩镇书(1777—?)等人对此书的阅读和讨论⑦等等。 显然,《武

备志》在当时的朝鲜境内有较大的知名度和流行度。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解释了朴宗庆为何从明清浩瀚的兵书典籍中选取《武备志》作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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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朴宗庆:《戎垣必备序》,《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第 119 页。
朴宗庆:《戎垣必备序》,《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第 119 页。
朴宗庆:《戎垣必备序》,《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第 119 页。
朴宗庆:《戎垣必备》 “器械总论”,日本东洋文库藏纯祖十三年(1813)刊本(索书

号:Ⅶ-3-127),叶二。 本文据高丽大学海外韩国学资料中心:http: / / kostma. korea.
ac. kr / dir / list? uci = RIKS+CRMA+KSM-WZ. 1813. 0000-20140422. TOYO_1584。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 880 册“英祖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
48 页。
徐命膺抄《武备志》 事,详参黄胤锡:《颐斋乱稿》 卷十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94—2001 年,叶九。 柳得恭抄《武备志》事,详参柳得恭著,[韩]金允朝等校点:
《古芸堂笔记》卷六,韩国古典翻译院,2020 年。
黄胤锡:《颐斋乱稿》卷十四,叶一百三十六。 韩镇书:《海东绎史·续》卷十二,韩
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写本(索书号: 古朝 50-174)。



对象或参照物。
《戎垣必备》全书分为天、地、人三册,不分卷,以“图说”形式详细记

载当时朝鲜存有或新造的各类军器的基本信息,包括历史渊源、具体参

数、制造方法、使用方式、最终效果等等。 和一般文人撰写兵书依赖“纸

上谈兵”或想象的情况不同,朴宗庆虽然也是文臣,但因其有参与军事管

理的实践经验,对军器的记录基本立足于对实物的观察和了解。 即便如

此,在《戎垣必备》中,仍有大量直接征引《武备志》的内容,以下按照征引

模式的不同各举一例列于表 3:
表 3　 《戎垣必备》征引《武备志》例①

编号 主题 《戎垣必备》原文 《武备志》原文

1
小
一
窝
蜂

此器火发如蜂相似,敌人离我三

四丈地,先发此则敌脸目不睁,

我先胜四五丈地,彼敌不能前进,

参杂步军短刀挨牌于队中,此为

步下不攻战之宝也。 (叶三十)

此器火发如蜂相似,敌人离我三四

丈地,先发此则敌脸目不睁,我先

胜四五丈地,彼敌不能前进,参杂

步军短刀挨牌于队中,此为步下不

攻战之宝也。 (第 71 页)

2 鸟
铳

火器之暗中杀伐意外酷毒,莫若

鸟铳。 鸟铳力能洞甲, 射能命

中,不独弓之穿杨而已。 夫透重

铠之利,在于腹长,腹长则火气

不泄, 而发丸远有力。 射能命

中,在于出口直,出口直则托药

得宜,而点火不摇动,故能十发

必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

射落,因是得名。 此鸟铳之所以

为利器也,其力猛,其势迅,虽强

弓毒矢弗如也。 马上步下皆可

用。 所贵在于造时炼铁熟精,钻

穴洞直,必使铅丸宛转无碍,然

后方可谓良。 (叶十七)

鸟铳……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

洞甲,射能命中,尤可中金钱眼,不

独穿杨而已。 夫透重铠之利在腹

长,腹长则火气不泄,而送出势远

有力。 射能命中,在于出口直,出

口直,在于手托药之前,火药不能

夺,所以手托腹前者,以有木为托,

即有腹炸,不能伤手,方敢加手于

木……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

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

是得名。 此鸟铳之所以为利器也;

此鸟铳之所以较中,虽亏〔弓〕 矢

弗如也;此鸟铳之所以洞重铠而无

坚可御也。 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

器。 (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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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 3 所引《戎垣必备》原文皆据日本东洋文库藏刊本,所引《武备志》原文皆据《故

宫珍本丛刊》第 356 册,为便于阅读,均仅随文括注叶(页)码。



续表

编号 主题 《戎垣必备》原文 《武备志》原文

3 火
车

《兵志》曰:“进为阵,止为营。”故

营寨之制,大将军护兵之所,三

军保命之地也。 若势不虞,即奔

本寨,贼虽攻围,可以自保。 岂

有他哉? 有法器可恃也。 法器,

即指火车而谓也。 故是车也,暗

载鸟铳,摆列外垒,以御贼者也,

其用损于攻而益于守,然其制亦

可以推行冲攻,视诸茅《志》之火

柜、火屏等车,大同而小异,均之

为卫阵之火器,用得其宜,则有

行城之功。 (叶二十六)

火柜攻敌车:用坚木造……上穿火

箭百枝,柜盖油刷,以防风雨……

此进攻冲敌长技也。

屏风车:轻便,可以远驾,外则屏

遮,内则装载火器……战则屏眼穿

火器攻贼,守则摆列营外为屏风

墙也。

万胜神毒火屏风车: 用坚木 制

造……内藏神器、火器一十二件,

远用远器 ( 火铳、 火炮、 火弹、 火

箭), 近用近器 ( 火弩、 火刀、 火

枪) ……加以飞火、神火、烈火、神

烟举放。 (第 104—106 页)

如表 3 所示,《戎垣必备》对《武备志》的征引可分为三种模式:其一,直接

完全按照《武备志》原文抄录所需内容①,如第 1 条;其二,对《武备志》中

相关论述进行缩写、删减后形成概括性内容,且概括后仍遵循茅元仪的行

文顺序与逻辑,如第 2 条;其三,在论述中提及《武备志》中的相关内容进

行对比论证,如第 3 条。
表 3 所举之例只是《戎垣必备》引用《武备志》的冰山一角。 其大量

引用印证了朴宗庆在总论中所强调的“议论本乎茅《志》”。 实际上,这种

文本具体内容上的深度联系,体现出二书在研究或阐释对象上所具有的

一致性或相似性,这也反映在《戎垣必备》的总论中:
茅氏元仪论器宜有曰火攻之法,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

器,有陆器,种种不同,用之合宜,无有不胜。 其战器利于轻捷,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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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必须说明的是,茅元仪《武备志》中有大量内容辑录自明代及之前的兵学典籍,所以

当引用者未说明所引资料的具体来源时,即便其内容和《武备志》一致,也不能肯定

是据《武备志》抄录的。 但就《戎垣必备》一书而言,朴宗庆在《戎垣必备》总论中直

接点明“议论本乎茅《志》” (朴宗庆:《戎垣必备》 “器械总论”,叶二),且行文中频

繁提及“茅氏《武备志》”“茅《志》”,足见其编纂《戎垣必备》时对《武备志》的参照

和使用。 因此,即便《戎垣必备》在某些内容上没有明确说明引用来源,也可推测它

们大概率都引自《武备志》。



不疲力而锐气常充;其攻器利于机巧,则兵可奋勇而移动不常;其埋

器利于爆击,易碎,火烈而烟猛;其守器利于远击,齐飞,大长而气毒;
其陆器利于远近,长短相间,分番叠出,分为阵号,则无敌于天下,确
哉论也。①

茅元仪对“火攻之法”的详细分类,得到朴宗庆的认可,并为他提供了研

究的基础框架。 所以朴宗庆又依照茅元仪的分类加以论说:
其所谓战器,即此图之梨花枪、火枪、小一窝蜂、神机万胜火龙刀

是也,诚利于轻捷者也;其所谓攻器,即此图之铳筒、碗口、将军箭、震
天雷、铅衣丸、木火兽是也,诚利于机巧者也;其所谓埋器、守器,即此

图之埋火、走火、飞礞炮、神雾筒、毒火药是也,诚利于远击,齐飞,大
长而气毒者也;其所谓陆器,即此图之枪矛、刀叉、棍牌、火车,诚利于

远近,长短分番叠出者也。 盖铳、炮、箭、丸,远器也,长器也,即与长

枪大刀相间;火枪、火刀、雾筒、棍牌,近器也,短器也,即与强弓硬弩

相间。②

借鉴茅元仪之战器、埋器、攻器、守器、陆器的分类框架,朴宗庆将纷繁复

杂的军器分门别类,并且整体上按照攻、埋、守、战、陆器的顺序逐一论述。
此外,在具体文本撰写过程中,朴宗庆的论述逻辑也受茅元仪阐述思路的

影响。 在《武备志》中,茅元仪对自己编纂军器相关内容的思路有所说

明:“先言制具,以戒其金也,次言用法,以顺夫天也,然后分类而图以式

之,说以辩之。”③即按照“制法—用法—图示—说辩”的顺序安排内容。
但在《武备志》刊本中,实际呈现顺序为“图示—制法—用法”。 这个模式

也被《戎垣必备》继承,书中论及近 40 种武器的历史发展、制作之法、使
用方式和使用效果,都依次紧跟在具体图示之后。 并且,《武备志》对相

对重要且复杂的兵器采用分图展示(如图 8④ 所示)的呈现方式,也同样

被朴宗庆沿用(如图 9⑤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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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朴宗庆:《戎垣必备》“器械总论”,叶一。
朴宗庆:《戎垣必备》“器械总论”,叶一至二。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一一九,《故宫珍本丛刊》第 355 册,第 421 页。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一二三,《故宫珍本丛刊》第 356 册,第 19 页。
朴宗庆:《戎垣必备》,叶二十四。



图 8　 《武备志》所载“无敌竹将军”图

图 9　 《戎垣必备》所载“木火兽车”图

如前所述,《戎垣必备》中对军器的记录基本立足于朴宗庆对实物的

观察和了解,所以,他在每一件军器的图示上都列出了详细的参数信息。
如图 9 所示,军器的长短、薄厚、宽窄等数值都被完整且清晰地标注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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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应位置,而这些信息在茅元仪的图谱中并未体现。 由此可知,管理武

器修复和制造的人生经历为朴宗庆进行详细的文本论述和精确的图例绘

制提供了基础,使其做到“甲胄戈矛之各详其制,射放击刺之各叶其方”①。
《戎垣必备》可以说是《武备志》之实践指导作用在朝鲜被深度发挥

后的产物。 其中记载的不少武器,
 

都是从《武备志》中获知制作之法。 尤

其“飞礞炮”和“木火兽车”,朴宗庆特意强调是根据茅元仪的论述制造出

来的武器②。 所以,《武备志》不仅为《戎垣必备》提供了研究对象、论述

框架、具体知识,而且是其成书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戎垣必备》 的整个

“生命历程”都有《武备志》的参与。 朝鲜的军器制造实践活动及朴宗庆

的文本创作过程,都是对《武备志》的积极回应。 从整体上看,朝鲜社会

完成了以《武备志》为中心的知识迁移过程:《武备志》所载的军事知识被

纳入实践,而后这些知识和实践经验又被吸纳到《戎垣必备》及其他朝鲜

军事文本中,影响新一轮的实践活动。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朴宗庆在文本构建的过程中对《武备

志》有一定的依赖,但他同时也把《武备志》作为比较对象看待。 这一方

面体现在《戎垣必备》的具体文本内容上,如表 3 第 3 条,将朝鲜所造火车

与《武备志》中的“火柜攻敌车” “屏风车” “万胜神毒火屏风车”等相比

较,以此强调火车与茅元仪论述的“火柜、火屏等车,大同而小异,均之为

卫阵之火器,用得其宜,则有行城之功”,这种比较为其自身言说的合理

性与权威性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朴宗庆的著书目的之一即

比肩《武备志》,这种想法被朴宗庆放大到明朝和朝鲜武器制造技术方面

的比较:“余观《四镇三关记》,即大明军制也。 夫以中原城郭之大,粮饷

之富,士马之强盛,我国固不能及其一二,而若其制器缮甲,则今或有仿佛

焉。 缓急攻守,庶几有赖。”③即他认为,朝鲜在武器制造和盔甲修缮方面

的水平或许已与明朝十分接近。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武艺图谱通志》 《民堡议》 《备御考》 《戎垣必备》四部

具有代表性的朝鲜兵书中,《武备志》发挥了包括知识来源、灵感启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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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朴宗庆:《戎垣必备》“器械总论”,叶二。
朴宗庆:《戎垣必备》,叶十八、二十五。
朴宗庆:《戎垣必备序》,《韩国文集丛刊续》第 109 册,第 119 页。



构范式等在内的多层次作用。 三位朝鲜编撰者在继承茅元仪兵学思想与

体例的同时,又根据朝鲜实际情况对《武备志》内容进行了选择性的吸

收、改造与延伸,形成一种融合中华兵学传统与朝鲜现实经验的知识体

系。 《武备志》作为明末兵学集大成之作,其在朝鲜的广泛传播与深度引

用,不仅反映了中国军事知识的辐射力,也揭示了朝鲜士人主动回应社会

需要、构建本土兵学知识体系的路径,展示了外来知识在异文化语境中被

重新解释和策略性运用的过程。
除以上四本兵书之外,《武备志》 还影响了朝鲜其他军事文本的编

纂。 例如在“沿裔考”部分“采茅氏之《武备》”①的正祖御定书籍《军旅大

成》和“所谓炮式,依仿于《武备志》”②的朝鲜人李命龟之作《重修火炮

式》。 这些朝鲜重要军事文本对《武备志》大量且频繁的引用,无不表明

《武备志》及其所载军事知识对朝鲜社会的重要意义。 《武备志》在这些

兵书的文本建构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如灵感之源、模仿对象、比较标

准、知识传播媒介等等。 所以,对这些朝鲜兵书的理解和研究离不开《武

备志》,对《武备志》的文本定位与价值判断也应将其在朝鲜所产生的影

响纳入考量。 尽管这些朝鲜兵书的作者(编者)在极大程度上吸纳和借

鉴茅元仪《武备志》的兵学创作思路与逻辑,但这些刊行远远晚于《武备

志》的朝鲜兵书,将包括国际形势、重点防备对象、地理特点、社会现实与

需要等在内的多重要素定位在 18、19 世纪的朝鲜,这种时空上的挪移彰

显着朝鲜人在兵书编纂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新性。

【作者简介】刘小丽,苏黎世大学亚洲和东方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明

清史、书籍史、东亚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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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祖李祘:《弘斋全书》卷一八一,《韩国文集丛刊》第 267 册,第 521 页。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 1576 册“正祖九年二月十五日”,第 126 页。


